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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以 2010 年洪灾为事件冲击,以 2010 年前受灾不频繁的地区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 2008—2012

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和强度双重差分模型追踪应急突发事件后企业成长情况的变化。 研究结果表明:(1)经营所

在地受洪灾影响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资产收益率稳中有升,且未出现资产减持和裁员的现象,这缘于灾区政府

实施了以减免和缓缴社保费、减免租金和利息为核心的固定成本降费政策,以及补贴或缓缴水电费、清理行政收费

项目为代表的可变成本降费政策;(2)在灾前减税积极性高、财政自给率持续提升、灾后实施税收优惠的地区,政府

出台降费政策的积极性更高。 本文研究结论为应急财税政策的系统性优化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应急事件　 企业成本　 地方政府行为　 降费　 企业成长

　 　 中图分类号:F812. 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3)05-0110-14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以新冠疫情和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为代表的重大应急事件发生频繁,使企业等市场主体的

生产经营链条被割裂,继而面临营业收入快速下降[1-2] 、成本降低不明显、非日常损失急剧上升[3-4] 等困境,这
些困境增加了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不确定性。 政府及时出台应急政策助力市场主体转危为安,是经济复苏的必

要举措。 与欧美国家“拖延策略”的治理方式不同,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应急事件及时管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统

筹的治理战略[5] 。 2020 年 2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强调:“要针对这次疫情应

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从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演进

脉络看,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是一个跳跃式升级的过程,且伴随着政府高度自觉的行为特征[6] ,“在灾难中学习”
成为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一个重要手段。 那么地方政府的应急政策是否积极有效,应急政策的施策重点又聚

焦于何处? 本文希望回答上述问题,以期为政府应急治理能力的优化提供经验借鉴。
公共财政是防范化解公共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应对应急事件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手段[7] 。 当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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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后,政府会通过财政、税收手段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力度。 有学者从财政资金助推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的视角展开讨论。 如张伟等(2020)、黄君洁(2021)、冯晨等(2021)指出,政府应充实预备费、购买农业

保险、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和服务,并将应急资金更多地向困难群体倾斜,以保障受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8-10] 。 宋旭光等(2008)认为政府在明确财政支出方向的同时还应优化资金筹措、配置、使用和管理策略,

以提高财政效率[11] 。 卓志和段胜(2012)认为政府将应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结合,有利于使应急资金效用

最大化[12] 。 另有学者将研究置于减税视角,如郭俊华和程琼(2009)、何立和谢婧(2014)、朱武祥等(2020)
梳理出无论应急事件呈现何种时空复杂性,政府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皆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三大税种为核心,以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小税种为补充,且不断致力于适用标准、办理流程的

统一与规范[13-15] 。 还有研究指出,目前部分欠合理的税收优惠与税收中性、宽税基、简税制的原则相悖,削
弱了税收收入筹集能力,使政府愈加依赖非税收入弥补财政资金缺口,因此应探索社保费、租金、利息、水电

费、行政收费等非税负担的“补”“降”“缓”“免”政策[16] ,注重政策条款的常态化和层次化[17] ,从而多措并举

推动应急政策的实施,增强企业的内生动能。
2010 年的洪灾为识别应急事件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实验。 通过梳理《水情年报》数据

发现,2010 年洪灾影响城市达 166 个,与历年洪灾相比,60 个受灾不频繁的城市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灾情

突发性、预测难度大的特征与 2021 年 7·20 河南暴雨相近。 2010 年洪灾发生后,各地地方政府出台了“补”
“降”“缓”“免”相结合的应急降费政策,这些政策与 2020 年以来应对新冠疫情的政策相似,为近年来应急财

税政策的系统性优化提供了证据支撑。 明确研究对象后,本文运用 2008—2012 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和强度

双重差分模型,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要求下要素配置和收益视角,剔除常年频发洪灾的地区,追踪应急事

件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许多文献虽然运用理论、实证和案例分析法探讨了财政补助和

减税政策机制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但大规模财政补助的持续性、税收优惠对企业的实际效果应辩证看待,如果

企业收入少、利润为负,则增值税、所得税减免政策的实际效果会大打折扣。 相比之下,非税负担的形式更加复

杂多样,实际费率因企业生存和发展状况而异,因此降费政策的研究仍有拓展补充的空间。 本文运用多种降费

政策进行机制分析,有利于识别出企业不同状态下政府差异化降费政策出台的积极性,为企业成长提供更为充

分的因果证据。 (2)目前的异质性研究局限于分地区、分市场主体类型视角,未能考虑配套制度和资金环境在

政府决策中发挥的作用,本文将异质性研究拓展至灾前和灾后双重维度,讨论灾前财政政策偏好、财力保障水

平、灾后税收优惠在应急降费政策出台中发挥的作用,对构建系统化的应急财税治理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二、理论分析

在正常的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通过成本控制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收益率。 但突如其来的应急事件

使企业生产经营发生中断,面对营业收入下降的情形,企业正常的成本控制手段可能难以对冲急剧上升的

超预期成本。 这一问题的背后不只是营业外支出的上升,还包括营业成本占营业收入之比的增加。 营业成

本中的固定成本贯穿企业资产持有和劳动力维稳的全过程,不随业务量的减少而降低,其中社保费、租金和

利息负担尤为突出①。 从资产持有角度来看,资金禀赋的限制增加了企业以钱货两清方式购入固定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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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 2008—2012 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的成本费用指标计算,企业社保费支出与营业收入之比达 7. 18%,租金与营业收入之比达 11.
37%,利息与营业收入之比达 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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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相比之下,经营租赁或融资租赁的方式有利于企业加快资产使用权取得速度,规避资产过时的问题,
但使企业将租金和利息纳入资产租用各期的成本预算[18] 。 从劳动力角度来看,企业缴纳的社保费具有强制

性和固定性[19] ,不以企业停工、待岗等情况为转移,且缴库后由政府进行统筹管理,无法单独支取,因此社保

费也成为企业成本的“痛点”。
通过上述论证发现,一旦企业降低生产强度,延长生产周期,则企业持有资产和维稳劳动力的规模报酬

会趋于下降,使社保费、租金和利息三种固定成本呈现出沉没成本的属性[20] 。 政府如果不加干预,则会导致

企业长期处于低效率状态,甚至迫使企业作出变卖自有资产、降低员工薪酬的决策,不利于企业根本性摆脱

生存危机。 为此,政府会出台以下两类政策:一是减免租金和利息,通过降低企业生产设备停运期间的使用

负担确保资产规模的稳定;二是减免社保费,通过降低员工闲暇时的缴费负担来提升员工工资,有利于劳动

力队伍的稳定。 以上举措有利于避免要素资源流失,降低企业停工停产固定(沉没)成本带来的生存风险。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灾后政府出台以减免租金、利息和社保费为核心的固定成本降费政策,有利于企业恢复成长。
企业解决停工停产的固定成本问题仅表明企业短暂摆脱了生存困境。 随着复工复产后业务量的增加,

企业负担的水电费、行政收费等可变成本不断上升。 具体而言,企业生产设备恢复运行和员工返岗所耗费

的水、电资源皆由经营所在地的水电供应部门提供,然而水电供应部门的自然垄断性限制了企业的选择权

和议价权,因此为了应对水电费刚性负担,企业可能通过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价格来转嫁成本,这将影响

客户的购买意愿[21] 。 在持续经营的过程中,企业拓展业务和异地经营通常需要政府出具行政审批许可,业
务拓展和异地经营需求越大,涉及的行政审批就越频繁,如果地方政府审批事项过多、收费过高,则企业为

之付出的额外负担会上升[22] 。 企业采取扩大生产经营的良性举措,却负担着愈加繁重的生产要素成本和制

度性交易成本,这势必会降低要素配置效率,挤占企业利润,进而使企业未来的发展决策受到干扰。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政府会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对企业给予水电费补贴,对因不可抗力事件难以缴纳的

可延缓缴纳。 通过降低企业当期水、电购买成本促使生产设备及时恢复运行和员工有序复岗,既能减少要

素成本上升对生产力恢复的干扰,又能降低企业成本转嫁对客户购买意愿的不利影响。 二是清理行政事业

性收费,通过降低企业为申请行政审批付出的货币成本,有利于减轻企业的时间和心理负担。 以上举措有

助于降低企业要素配置能力恢复和收入创造过程中的可变成本,为企业积累留存收益谋发展创造有利的条

件。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灾后政府出台以补贴或缓缴水电费、清理行政收费为代表的可变成本降费政策,有利于企业加

速成长。
地方政府出台多种降费政策的初衷是解决企业差异化成本问题,但政策的有力实施离不开配套制度和

资金保障[23-24] 。 成熟而优良的制度环境能为应急政策的及时实施提供基础性政策保障,避免出现非正常干

预的情形[25] ,进而为企业生存和发展营造稳定的环境。 财政政策偏好体现着政府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而表达

的期望。 受灾前经济增长情况差异的影响,部分地区政府会采取紧缩型财政政策缓解灾前经济过热的问

题,但灾后经济下行压力考验着财政政策由紧缩向扩张转变的能力。 如果灾前地区经济长期处于稳态,则
政府在日常决策时可能会形成“习以为常”的惯性思维[26] ,放松对或有风险的警惕。 一旦应急事件发生,或
有风险质变为现实风险,政府的即时决策则会产生不确定性。 因此,灾前财政政策偏好是影响降费政策出

台积极性的第一类因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财政政策的复杂性缘于财政资金保障能力的差异。 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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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事权下移的分权导向使地方财政收入来源不断减少,预算约束趋紧。 当既有的财政资金无法满足经济

建设的现时乃至未来需要时,财政压力会愈加明显。 巨大的财政压力会使政府努力追求财政收入的增加,
除减税政策的“红利”被税收任务硬约束带来的强征管举措所“稀释”外[27] ,组织非税收入也会成为政府应

对财政减收的策略性行为[28] ,这些动机的增强会使降费政策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因此,灾前财力保障水平

是影响降费政策出台积极性的第二类因素。
除政府偏好和财政压力外,政府对灾后各项扶持政策的主观态度也会影响降费政策出台的积极性。 持

政策相容观点的学者指出,不同类型的政策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有利于发挥叠加优势,以实现效用最大

化[29-30] ;认为政策存在互斥的学者则强调,当各项财税政策目标一致时,不同类型财税政策的激励效果存在

差异,个别政策的实施可能会挤出其他政策的实际效用[15,31] 。 应急事件发生后,多地政府会率先出台并丰

富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减税力度,但降费政策的数量存在明显的差异①。 由此推论,灾后税收优惠出台情况

可能是影响降费政策出台积极性的第三类因素。
综合上述分析,与应急降费政策相关的配套制度和资金环境包括灾前财政政策偏好、灾前财力保障和

灾后税收优惠三个方面。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地方灾前、灾后配套制度和资金环境差异会影响应急降费政策出台积极性。

　 　 三、实证模型、变量和数据

　 　 (一)模型构建

洪灾属于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符合外生事件冲击的条件。 根据 2010 年洪灾影响范围,有部分城市受

到了冲击,符合双重差分模型明确区分实验组(灾区企业)和控制组(非灾区企业)的要求,因此适合构建双

重差分模型进行分析。 传统双重差分模型根据企业经营所在地是否受灾进行 0-1 赋值,但 2010 年洪灾强度

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因此为了识别洪灾强度的边际效应,本文在传统双重差分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强度双

重差分模型,以识别洪灾影响程度,具体模型如式(1)所示:
 

Growthtce = α1 + β1Floodtc + γ1C tce + ηt + ιe + εtce (1)
式(1)中,α1 为常数项,Growth 是企业成长情况,β1 是洪灾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系数。 Flood 是洪灾冲击,

为洪灾发生时间(Time)和地区受灾情况分组(Treat)的交乘项(具体构建方法在变量定义中将详细说明)。
C 为其他控制变量集合。 下标 t 为时间、c 为企业经营所在城市、e 为企业个体。 ηt 为时间固定效应、ιe 为企

业固定效应。 ε 为扰动项。

　 　 (二)变量定义

关于企业成长情况因变量(Growth),已有文献选用企业资产总额、从业人数、营业收入等指标来衡

量[32-33] ,但这些指标侧重于规模增量,难以反映企业既有资本创收能力和内在成长空间。 还有学者以企业

面临的不确定性为切入点,指出企业成长的衡量指标除规模增量外,还包括要素配置和收益能力,反映上述

两种能力的核心是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收益率,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要求下企业纾困的研究需求[34-35] 。
因此,本文运用全要素生产率(GrowthA)和资本收益率(GrowthB)衡量企业成长情况。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方法主要包括索洛残差法、OP 法和 LP 法[36-37] 。 索洛残差法存在同时性偏差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38] ,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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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新冠疫情为例,仅 2020 年上半年,地方政府出台的税收优惠相关政策达 295 条,但租金、利息减免相关政策仅有 65 条、清理政府收费

相关政策仅有 2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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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处理生产率冲击代理变量时投资额为 0 的企业样本被舍弃,导致测算的样本量大幅减少,存在“以偏概

全”之嫌。 LP 法运用中间投入作为生产率冲击的代理变量,解决了 OP 法企业样本损失严重的问题。 通过

考量上述三种方法的优劣,本文运用 LP 法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更全面地反映企业的要素配置能

力。 资本收益率的测算方法一般为净利润除以年末净资产,该方法虽然能反映自有资本的效率,但难以体

现企业全部持有资产的运用能力,且无法排除负债畸高对盈利水平的影响,因此本文将资本收益率替换成

资产收益率,资产收益率的分母由净资产相应地替换为资产总额,有利于准确反映企业的收益能力,克服资

本收益率指标的不足。
关于洪灾冲击核心自变量(Flood),本文首先明确洪灾冲击交乘项中的时间(Time)变量,在 2010 年洪灾

发生当期对变量进行赋值,当 t≥2010,则赋值为 1,反之为 0。 关于分组(Treat)变量,《水情年报》中准确记

载了全国三千多个水文站监测的洪水具体地点和影响范围,涵盖江河干流和支流,可提高洪水影响区域识

别的准确性,如果某个或多个水文站监测到了超警戒水位洪水,则可判断该水文站所属的地级市发生了洪

灾。 因此,本文从相应年份《水情年报》中提取出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的水文站信息,并通过谷歌地图查找

各水文站对应的地级市,若地级市所辖水文站出现了超警戒水位洪水,则该地级市的所有企业赋值为超警

戒水位洪水高度的自然对数,反之为 0。 超警戒水位洪水水位越高,表明洪灾强度越大。
控制变量(C)分为政策、企业和城市三个层面。 在政策层面,2010 年洪灾发生时间和应急降费政策出

台时间与“四万亿”刺激计划存在重合,因此为了减轻同期重大政策的干扰,本文结合 2008 年 11 月 5 日国务

院常务会议中关于城乡保障房、交通、环保、创新投资等方面的政策部署,控制了“四万亿”投资政策变量。
考虑到不同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企业所在地发展情况的差异,本文还控制了企业、城市变量。 企业层面包

含企业特征(企业规模、有形资产比率、职工待遇)、偿债能力(资产负债率)、营运能力(存货周转率)、成本

费用状况(收入成本率、期间费用率)、企业利得(营业外收入)五大指标;城市层面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地区

生产总值)和财政支出两项指标。 “四万亿”政策控制变量数据来自各地政府官方披露的投资政策文本信

息,企业控制变量数据来自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城市控制变量数据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三)数据的搜集和描述

关于城市样本,考虑到部分城市频遭洪灾的影响,2010 年洪灾对这些城市企业而言并非应急事件,本文

根据 2000—2009 年《水情年报》水文站信息,将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达 5 年及以上的 115 个地级市剔除①;
直辖市受灾后较非直辖市更容易直接享受到中央政策倾斜,这可能使企业成长速度产生系统性差异,因此

本文剔除经营所在地位于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的企业。 经过上述筛选,本文得到了 185 个用于实证分析的

地级市,其中包括 2010 年遭遇极端洪灾的 60 个地级市。
关于企业样本,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虽然收录了各地注册的非上市企业,但 2010 年数据缺失严重。 上

市企业数据虽然可得性高,但与非上市企业相比资金规模更大、业务范围更广、融资渠道更宽,且能利用母

子公司异地关联交易对冲个别地区受灾对企业整体的不利影响,因此可能导致实证结果存在偏差。 全国税

收调查数据克服了上述数据的缺陷,既完整收录了非上市企业,又全面记载了 2010 年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 因此,本文运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中的非上市企业进行基准回归,并将上市企业用于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洪灾前后至少有 2 期数据可比,本文将数据时间设为 2008—2012 年;为了减少灾前长期亏损企业

的影响,本文参照 ST 企业识别策略,剔除连续两年及以上利润为负的企业;为了减轻企业灾后退出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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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15 个地级市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地区、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5, 2023)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 年第 5 期)

影响,本文对样本进行平衡化处理,重点追踪在位企业的成长情况。 经过上述筛选、剔除缺失值后,本文得

到了 34
 

921 家企业的 174
 

605 条观测值。
表 1 是各变量完成 1%和 99%缩尾处理后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其中,样本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标准差达

1. 262
 

4,资产收益率变异系数达 0. 090
 

2 / 0. 027
 

2 = 3. 316
 

2,说明企业成长情况存在显著的差异,具有实证分

析的价值。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计算方法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企业成长(Growth) A:LP 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171
 

642 7. 543
 

6 1. 262
 

4 3. 668
 

0 10. 724
 

4

B:年末净利润 / 期末资产总额 174
 

157 0. 027
 

2 0. 090
 

2 -0. 336
 

2 0. 362
 

3

洪灾冲击(Flood) 洪灾影响时间与强度的交乘项 174
 

605 0. 130
 

7 0. 431
 

5 0. 000
 

0 3. 210
 

4

企业规模(Size) 期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174
 

605 10. 677
 

7 1. 970
 

7 0. 000
 

0 19. 506
 

5

有形资产比率(FAI) 年末固定资产总额 / 期末资产总额 174
 

605 0. 268
 

2 0. 213
 

0 0. 000
 

0 0. 920
 

0

职工待遇(ET) 全年计提的工资和奖金 / 从业人数 174
 

605 27. 041
 

3 19. 957
 

4 0. 000
 

0 119. 629
 

8

资产负债率(ALR) 期末负债总额 / 期末资产总额 174
 

605 0. 600
 

1 0. 305
 

7 0. 000
 

0 1. 775
 

6

存货密集度(LI) 年末存货净额 / 期末资产总额 174
 

605 0. 197
 

6 0. 182
 

2 0. 000
 

0 0. 784
 

9

收入成本率(LCR) 营业成本总额 / 营业收入总额 174
 

605 0. 840
 

7 0. 156
 

5 0. 000
 

0 1. 251
 

8

期间费用率(PER) 期间费用总额 / 营业收入总额 174
 

605 0. 203
 

0 0. 538
 

5 0. 000
 

0 4. 832
 

9

企业利得(EG) 营业外收入总额 / 营业收入总额 174
 

605 0. 009
 

5 0. 028
 

3 0. 000
 

0 0. 224
 

1

经济发展水平(GDP) 地区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 174
 

605 16. 345
 

8 2. 213
 

0 5. 453
 

8 18. 679
 

2

财政支出(FE) 财政支出总额 / 地区生产总值 174
 

605 0. 139
 

3 0. 065
 

4 0. 060
 

9 0. 456
 

0

“四万亿”政策(SP) 城乡保障房、交通、环保和创新投资政策个数 174
 

605 5. 829
 

3 6. 036
 

5 0. 000
 

0 25. 000
 

0

　 　 四、实证基本结果

　 　 (一)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有效的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即 2010 年洪灾发生前灾区与非灾区企业的成长情况差异不

显著。 为了检验平行趋势,本文基于事件分析法构建了如式(2)所示的模型:

Growthtce = α2 + κ1pre -2 + κ2pre -1 + κ3post1 + κ4post2 + γ2C tce + ηt + ιe + εtce
 (2)

其中,pre 和 post 分别为洪灾发生前后时间(Time)与分组(Treat)的交乘项,其余符号含义与式(1)相同。
为了保证企业成长情况的可比性,本文删除了 2010 年的企业样本。 不同时间的系数 κ 是判断平行趋势的核

心依据,当 κ1、κ2 不显著异于 0,则灾区和非灾区企业成长情况在洪灾发生前差异不显著。 图 1 的结果显示,

系数 κ1、κ2 不显著,κ3、κ4 显著高于 0,反映出灾区和非灾区企业成长情况产生了显著的差异,模型通过了平

行趋势检验。

　 　 (二)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是 2010 年洪灾对企业成长情况的实证估计结果。 列(1)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因变量,仅考虑洪灾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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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核心自变量,结果发现 Flood 对 GrowthA 的 β1 系数为 0. 014
 

1,且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其经济含义为灾区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高于非灾区企业,且洪灾强度每高出 1 个单位,对应的灾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高出 0. 014
 

1 /
7. 543

 

6= 0. 19%。 列(2)—列(4)依次加入了企业、城市和“四万亿”政策控制变量,β1 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表明

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的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速度与洪灾强度呈正相关。 列(5)—列(8)将因变量

替换为资产收益率进行逐步回归,发现 Flood 对 GrowthB 的 β1 系数为 0. 001
 

9,其经济含义为洪灾强度每高

出 1 个单位,灾区企业的资产收益率高于非灾区企业 0. 001
 

9 / 0. 027
 

2 = 6. 99%。 以上结果表明,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和资产收益率未因洪灾的影响而下降,而是整体稳中有升。
依常理,洪灾对企业要素配置和收益的影响为负[39-40] ,而本文基准回归得到的 β1 系数为正,这一反常

理现象既可能缘于企业强大的抗风险能力[41] ,也可能缘于政府强有力的财税支持[30,42] 。 若使研究结论真

实可信,则需通过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提供更多证据。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GrowthA) 资产收益率(GrowthB)

(1) (2) (3) (4) (5) (6) (7) (8)

Flood 0. 014
 

1∗∗∗ 0. 018
 

1∗∗∗ 0. 011
 

7∗∗∗ 0. 012
 

4∗∗∗ 0. 002
 

5∗∗∗ 0. 002
 

4∗∗∗ 0. 002
 

1∗∗∗ 0. 001
 

9∗∗∗

(0. 003
 

8) (0. 003
 

6) (0. 003
 

7) (0. 003
 

8) (0. 000
 

5) (0. 000
 

5) (0. 000
 

5) (0. 000
 

5)

常数项 7. 541
 

7∗∗∗ 5. 258
 

2∗∗∗ 1. 972
 

9∗∗∗ 2. 159
 

0∗∗∗ 0. 026
 

9∗∗∗ 0. 221
 

9∗∗∗ 0. 064
 

0 0. 085
 

1∗

(0. 001
 

3) (0. 025
 

8) (0. 364
 

8) (0. 372
 

8) (0. 000
 

2) (0. 004
 

7) (0. 049
 

8) (0. 050
 

9)

企业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四万亿”政策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71
 

634 171
 

634 171
 

634 171
 

634 174
 

156 174
 

156 174
 

156 174
 

156

R2 0. 877
 

9 0. 894
 

3 0. 894
 

3 0. 894
 

5 0. 530
 

1 0. 601
 

5 0. 601
 

5 0. 601
 

5

　 　 注:列(1)仅考虑洪水冲击,列(2)—列(4)依次加入企业、城市和“四万亿”政策控制变量。 列(5)—列(8)将因变量替换为资产收益率进

行逐步回归。∗ 、∗∗ 、∗∗∗表示系数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城市聚类稳健标准误,后表同。

　 　 (三)稳健性检验

1. 安慰剂检验

虽然双重差分模型满足平行趋势,但实验组与控制组企业之间仍可能存在不可观测且随时间变化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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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容易导致回归结果的系统性偏误,因此需要进行安慰剂检验。 本文假设 2010 年洪灾在 2009 年(pre-1)或
2008 年(pre-2)就已经发生,如果 pre-1 或 pre-2 的 β1 系数显著为正,则表明企业成长情况显著受到了其他因

素的影响,而非 2010 年洪灾所致。 表 3 列(1)和列(2)结果显示,β1 系数不再显著,说明从统计意义来看,企
业成长情况未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2. 排除旱灾等因素影响

通过梳理《中国气象年鉴》中的自然灾害资料发现,2010 年汛期前后,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四省份发生

了连片旱情,当地政府积极出台财税扶持政策,旨在降低缺水、缺电对企业的损失。 因此,本文剔除了这四

省份的企业样本。 进一步,为了控制地级市和行业其他政策对企业成长可能的非线性影响,本文考虑了“时

间×城市 / 时间平方”和“时间×行业 / 时间平方”趋势效应。 表 3 列(3)和(4)列结果显示,β1 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洪灾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仍然显著。

3. 替换因变量

虽然本文在变量定义中论证了全要素生产率和资产收益率指标在衡量成长质量方面的优势,但指标值

的变化可能因企业灾前、灾后的成长周期、内部决策等因素而异,部分企业灾后可能采取减持资产甚至裁员

的策略,进而出现产出规模维持但全要素生产率或资产收益率快速上升的情形[43] 。 为了克服这一内生性干

扰,本文将因变量替换为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和从业人数的自然对数进行实证检验。 表 3 列(5)和列(6)结

果显示,β1 系数仍在至少 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灾后企业的成长未以资产减持和裁员为代价。
4. 替换自变量

本文将洪灾分组变量由连续型变量替换为 0-1 离散型变量,具体将洪水超过警戒水位的地级市一律赋

值为 1,未超警戒水位的地级市赋值为 0,运用传统双重差分模型验证强度双重差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表

3 列(7)和列(8)结果显示,β1 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5. 使用上市企业数据

本文将企业样本由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替换为上市企业数据,探究基准回归结果是否受到数据库样本选

择的干扰,结果显示 Flood 对 GrowthA、GrowB 的 β 系数分别为 0. 001
 

1∗∗∗和 0. 000
 

3∗∗。
以上稳健性检验充分证明,灾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资产收益率稳中有升的现象确实存在。

表 3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安慰剂检验 排除旱灾等因素影响 替换因变量 替换自变量

(1) (2) (3) (4) (5) (6) (7) (8)

pre-2 0. 006
 

1 -0. 004
 

0

(0. 015
 

2) (0. 002
 

5)

pre-1 0. 017
 

9 0. 001
 

5

(0. 012
 

1) (0. 002
 

5)

Flood 0. 008
 

4∗∗ 0. 001
 

9∗∗∗ 1. 466
 

5∗∗ 0. 459
 

8∗∗∗ 0. 015
 

9∗∗∗ 0. 001
 

8∗∗

(0. 003
 

8) (0. 000
 

5) (0. 742
 

0) (0. 140
 

9) (0. 005
 

5) (0. 000
 

8)

常数项 2. 424
 

8 0. 064
 

8 30. 582
 

7∗∗∗ 3. 472
 

4∗∗∗ 71. 381
 

5 -47. 196
 

5∗∗∗ 2. 018
 

9∗∗∗ 0. 060
 

5

(1. 741
 

9) (0. 160
 

7) (4. 479
 

4) (0. 608
 

7) (72. 912
 

5) (13. 850
 

1) (0. 368
 

1) (0. 050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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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变量
安慰剂检验 排除旱灾等因素影响 替换因变量 替换自变量

(1) (2) (3) (4) (5) (6) (7) (8)

趋势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N 136
 

813 139
 

327 158
 

442 160
 

717 174
 

605 174
 

605 171
 

634 174
 

156

R2 0. 895
 

1 0. 614
 

9 0. 893
 

4 0. 601
 

0. 854
 

5 0. 694
 

7 0. 894
 

5 0. 601
 

5

　 　 注:企业、城市和“四万亿”政策控制变量合并为控制变量,时间和企业固定效应合并为固定效应。 安慰剂检验前,本文将影响起始年份(2010
年)的企业样本予以剔除。

　 　 五、含调节效应的机制分析

　 　 (一)机制分析模型构建

上文分析了洪灾对企业成长的直接影响。 为了探究灾后企业保持成长的原因,识别政府行为对企业成

长的边际效应,本文设 M 为机制变量,在式(1)的基础上构建如式(3)所示的模型:
Mtce = α3 + μ1Floodtc + γ3C tce + ηt + ιe + εtce (3)

式(3)中,μ1 为 Flood 对M 的影响系数。 具体讨论的机制如下:(1)运用减免和缓缴社保费、减免租金和

利息政策,探究地方政府出台固定成本降费政策(M1 )的积极性;(2)选取补贴或缓缴水电费、清理行政收费

项目政策,分析可变成本降费政策(M2)出台的积极性。
进一步,为了捕捉影响应急降费政策出台积极性的配套制度和资金环境因素,本文引入调节效应模型,

设 H 为调节变量,引入交乘项(Flood×H),构建如式(4)所示的模型:
Mtce = α4 + μ2Floodtc × Htc + β1Floodtc + β2Htc + γ4C tce + ηt + ιe + εtce (4)

式(4)中,μ2 为 Flood×H 对 M 的影响系数,β2 为 H 对 M 的影响系数。 具体指标如下:(1)灾前财政政策偏

好(H1);(2)灾前财力保障水平(H2);(3)灾后税收优惠(H3)。 指标的具体度量方法将在下文中详细说明。
最后,为了评估应急降费政策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效果,本文构建如式(5)所示的模型:

Growthtce = α5 + μ3Mtc + γ5C tce + ηt + ιe + εtce (5)
式(5)中,μ3 为 M 对 Growth 的影响系数。
(二)降低固定成本:减免和缓缴社保费、减免租金和利息

1. 政策出台积极性评估

关于固定成本降费政策,为了确保政策数据与洪灾事件的强关联性,本文运用文本分析法,从各级政府

网站中手工搜集了官方政策文件。 具体步骤如下:(1)将“洪灾+社保费 / 租金(费) / 使用费 / 利息”设为必须

出现的字段,提取出社保费减免和缓缴、减免租金和利息相关政策文件,具体关键词包括“减 / 免 / 缓征(收)”
“延期缴纳”“减免滞纳金”;(2)从政策中提取地名信息,当 t 年的标题或全文中出现了“某省份灾后出台了

社保费、租金或利息政策”之类的主题句时,则该省份或地级市的所有企业从 t 年起计入政策出台的个数,反
之为 0。 表 4 列(1)运用洪灾对固定成本降费政策进行回归,结果显示 Flood 对 M1 的系数 μ1 在 1%水平上

显著为正。 表明洪灾发生后,灾区政府切实出台了以减免和缓缴社保费、减免租金和利息为核心的固定成

本降费政策,且洪灾强度越强,政府出台的固定成本降费政策越多。
2. 考虑灾前财政政策偏好

税收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灾前减税积极与否可反映出政府是否倾向于积极的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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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运用减税积极性反映地方政府财政政策偏好。 关于指标的衡量方法,马海涛等(2022)认为当某地

税收收入增幅连续呈下降趋势,则可判断当地政府积极实施了减税政策[43] 。 因此,本文运用前三年人均税

收收入增幅的移动平均变化率来衡量企业经营所在地灾前减税积极性。 若变化率为负,则对应地级市的企

业赋值为 1(减税积极性高);若变化率为正,则为 0(减税积极性低)。 表 4 列(2)结果显示,Flood×H1 对 M1

的系数 μ2 显著为正,其经济含义为在灾前减税积极性高的地区,政府灾后出台社保费减免和缓缴、租金和利

息减免政策的主动性更高,反映出灾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灾后固定成本降费政策出台积极性具有正面效应。
3. 考虑灾前财力保障水平

在预算内的口径下,财政自给率能反映预算收支压力。 自给率越高,表明预算收支压力越小。 现有的

研究基于当年一般预算收支差额构建财政自给率指标[44] ,未考虑时间变化趋势的影响,因此测算的结果难

以排除特定年份偶然性经济社会因素的干扰。 本文计算企业经营所在地前三年一般预算收支差额的移动

平均变化率,该方法充分考虑了时间趋势,有利于减轻偶然因素的影响。 如果变化率为正,则对应的地级市

企业赋值为 1(自给率持续提升);若变化率为负,则为 0(自给率持续下降)。 表 4 列(3)结果显示,Flood×H2

对M1 的系数 μ2 为正,其经济含义为在灾前财政自给率持续提升的地区,政府更积极地出台了社保费减免和

缓缴、租金和利息减免政策,反映出充足的财力保障是固定成本降费政策出台积极性提升的必要条件。
4. 考虑灾后税收优惠政策

为了判断地方政府灾后是否同时出台了税收优惠政策,本文从各级政府网站搜集灾后减免增值税、营
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印花税、企业所得税相

关的政策文件,如果某省份或地级市政府在 t 年实施了税收优惠政策,则对应的地级市企业从 t 年起赋值为

1,反之为 0。 表 4 列(4)结果显示,Flood×H3 对 M1 的系数 μ2 为正,其经济含义为如果地方政府灾后出台了

税收优惠政策,则同样也会积极出台降费政策,反映出税收优惠和降费两类惠企政策不存在“互斥”的情形。
5. 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表 4 列(5)和列(6)分别
 

运用全要素生产率和资产收益率对固定成本降费政策进行回归,结果发现 M1

对 GrowthA、GrowthB 的系数 μ3 都显著为正,表明如果企业经营所在地政府出台了固定成本降费政策,则全要

素生产 率 和 资 产 收 益 率 高 于 未 出 台 固 定 成 本 降 费 政 策 的 地 区 企 业。 系 数 μ3 大 小 分 别 为

0. 013
 

8 和 0. 001
 

4,其经济含义为政府每新出台一项固定成本降费政策,当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资产收

益率会在原有基础上分别提升 0. 013
 

8 / 7. 543
 

6 = 0. 18%和 0. 001
 

4 / 0. 027
 

2 = 5. 15%,表明政府运用固定成

本降费政策激励企业成长是行之有效的。 假设 1 得到了验证。

表 4　 机制分析(1):降低企业固定成本

变量
政策出台积极性 政策实施效果

(1) (2) (3) (4) (5) (6)

Flood 0. 152
 

0∗∗∗ 0. 149
 

7∗∗∗ 0. 151
 

7∗∗∗ 0. 099
 

7∗∗∗

(0. 002
 

9) (0. 002
 

9) (0. 002
 

9) (0. 002
 

8)
Flood×H1 0. 011

 

4∗∗∗

(0. 002
 

1)
Flood×H2 0. 003

 

5∗∗∗

(0. 000
 

9)
Flood×H3 0. 043

 

3∗∗∗

(0. 00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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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续)

变量
政策出台积极性 政策实施效果

(1) (2) (3) (4) (5) (6)

M1 0. 013
 

8∗∗∗ 0. 001
 

4∗∗∗

(0. 005
 

1) (0. 000
 

5)

常数项 3. 672
 

1∗∗∗ 3. 705
 

7∗∗∗ 3. 446
 

1∗∗∗ 6. 253
 

9∗∗∗ -1. 990
 

0∗∗∗ -0. 050
 

6

(0. 192
 

3) (0. 192
 

3) (0. 195
 

0) (0. 177
 

9) (0. 367
 

7) (0. 035
 

2)

子项 H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74
 

605 174
 

605 174
 

605 174
 

605 171
 

634 174
 

156

R2 0. 488
 

1 0. 488
 

2 0. 488
 

3 0. 575
 

4 0. 894
 

5 0.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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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列(1)为洪灾对企业固定成本降费政策的回归结果。 列(2)—列(4)依次考虑了灾前财政政策偏好、灾前财力保障水平、灾后税收优惠

政策。 列(5)因变量为全要素生产率(GrowthA),列(6)因变量为资产收益率(GrowthB)。 后表同。

　 　 (三)降低可变成本:补贴或缓缴水电费、清理行政收费项目

关于可变成本降费政策,本文的手工收集数据步骤如下:(1)在各级政府网站中键入字段“洪灾+水费 / 电
费 / 行政事业性收费(含手续费 / 工本费 / 服务费)”,提取出地名信息;(2)如果省级或市级政府网站在 t 年出现

了“超额部分给予补贴”“缓缴 / 延期 / 宽限”“清理 / 下调费用”之类的关键词,则该省份或城市的所有企业从 t 年
起计入政策出台的个数,反之为 0。 完成收集后,本文对政策出台积极性和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表 5 列(1)的结

果显示,Flood 对M2 的系数 μ1 显著为正,其经济含义为地方政府根据辖区遭受洪灾的强度切实出台并丰富了以补

贴或缓缴水电费、清理行政收费项目为代表的可变成本降费政策;列(5)和列(6)的结果显示,M2 对 GrowthA、

GrowthB 的系数 μ3 分别为0. 017
 

4 和0. 002
 

0,其经济含义为地方政府每出台一项可变成本降费政策,灾区企业的全

要素生产率会提升 0. 017
 

4/ 7. 543
 

6=0. 23%,资产收益率可增加 0. 002
 

0/ 0. 027
 

2=7. 35%。 假设 2 得到了验证。
进一步,本文讨论配套制度和资金环境差异在政府决策中发挥的作用。 灾前减税积极性和财政自给率

差异的实证结果,如表 5 列(2)和列(3)所示,Flood×H1、Flood×H2 对 M2 的系数 μ2 显著为正,反映出灾前积

极的财政政策和充足的财力保障是可变成本降费政策有力出台的重要支撑;灾后税收优惠差异的实证结果

如表 5 列(4)所示,Flood×H3 对 M2 的系数 μ2 也为正,表明地方政府灾后部署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积极出台

了可变成本降费政策,不存在“边减税边增费”的情形。 假设 3 得到了验证。 结合前文固定成本降费政策的

结果可总结出,优良的配套制度和资金环境是政府提高降费政策积极性的必要条件。 假设 3 得到了验证。

表 5　 机制分析(2):降低企业可变成本

变量
政策出台积极性 政策实施效果

(1) (2) (3) (4) (5) (6)

Flood 0. 056
 

6∗∗∗ 0. 056
 

8∗∗∗ 0. 055
 

7∗∗∗ 0. 025
 

7∗∗∗

(0. 001
 

9) (0. 001
 

9) (0. 001
 

9) (0. 001
 

5)
Flood×H1 0. 003

 

8∗∗∗

(0. 001
 

4)
Flood×H2 0. 005

 

8∗∗∗

(0. 0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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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续)

变量
政策出台积极性 政策实施效果

(1) (2) (3) (4) (5) (6)

Flood×H3 0. 016
 

0∗∗∗

(0. 002
 

5)
M2 0. 017

 

4∗∗ 0. 002
 

0∗∗∗

(0. 008
 

1) (0. 000
 

8)

常数项 2. 800
 

7∗∗∗ 2. 797
 

6∗∗∗ 2. 803
 

0∗∗∗ 4. 727
 

4∗∗∗ 1. 393
 

5∗∗∗ -0. 047
 

0

(0. 125
 

2) (0. 125
 

2) (0. 126
 

9) (0. 099
 

9) (0. 382
 

9) (0. 035
 

1)

子项 H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74
 

605 174
 

605 174
 

605 174
 

605 171
 

634 174
 

156

R2 0. 482
 

9 0. 483
 

1 0. 483
 

3 0. 671
 

9 0. 826
 

2 0.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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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 2008—2012 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和强度双重差分模型对 2010 年洪灾应急突发事件后企业成

长情况的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洪灾发生后,灾区政府将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降费政策多措

并举,助推了灾区企业成长,验证了政府兜底保障的重要性;积极的财政政策、充足的财力保障为应急降费

政策的出台提供了制度和资金支持,降费与减税政策有机协调能发挥政策“组合拳”的叠加效应。 据此,本
文提出以下启示:

第一,坚持以“降成本”为导向,解决企业非税负担过重的问题。 灾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资产收益率的提

升未依靠资产减持和裁员来实现,而是受益于政府出台的减免和缓缴社保费、减免租金和利息、补贴或缓缴水

电费、清理行政收费政策。 因此,政府应以“稳增长”“稳就业”为导向,坚持全面实施“补”“降”“缓”“免”政策,
既关注企业生存困境,也关注企业发展问题,重点聚焦于企业要素资源获取、配置和持有成本,以及收益积累过

程中的各类负担,以帮助企业实现外延式扩张和内涵式发展的双重兼顾;同时,政府应提高降费政策的普惠性、
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使更多企业享受到惠企措施带来的红利。

第二,以“补短板”为支撑,为应急降费政策提供配套制度和资金保障。 在灾前减税积极性高、财政自给

率持续提升的地区,政府灾后出台降费政策的积极性更强。 因此,在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政府应对积极

的财政政策进行加力提效,使政策更加稳健、有为,从而加快以降低市场主体负担为导向的财税治理能力塑

造。 对于灾前减税积极性低、财力薄弱的地区,政府既应改变惯性思维,树立危机意识,对或有风险进行沙

盘推演,也应积极探索财政收入来源和支出策略的创新,在不增加企业负担的前提下缓解预算收支压力,提
高财力保障的可持续性,逐步实现应急财税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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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frequency
 

of
 

natural
 

disasters,
 

public
 

health
 

and
 

other
 

major
 

emergencies,
 

Chinese
 

enterprises
 

are
 

facing
 

uncertainty
 

about
 

thei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introducing
 

a
 

series
 

of
 

policies
 

to
 

cut
 

and
 

exempt
 

social
 

insurance
 

premiums,
 

reduce
 

and
 

waive
 

rentals,
 

subsidize
 

or
 

postpone
 

water
 

and
 

electricity
 

charges,
 

and
 

clean
 

up
 

administrative
 

fees.
 

Howeve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se
 

emergency
 

policies
 

are
 

still
 

unclear.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paper
 

takes
 

the
 

enterprises
 

in
 

the
 

areas
 

not
 

frequently
 

affected
 

by
 

the
 

disaster
 

before
 

2010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ing
 

the
 

2010
 

flood
 

disaster
 

as
 

the
 

event
 

impact.
 

It
 

then
 

uses
 

the
 

national
 

tax
 

survey
 

data
 

from
 

2008
 

to
 

2012
 

and
 

the
 

intensity
 

DID
 

model
 

to
 

track
 

the
 

change
 

in
 

enterprise
 

growth
 

after
 

the
 

disaster.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return
 

on
 

assets
 

increased
 

steadily
 

in
 

flood-affected
 

enterprises,
 

and
 

there
 

were
 

no
 

asset
 

reductions
 

and
 

layoffs.
 

This
 

was
 

mainly
 

du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fixed
 

fee
 

cuts
 

policies
 

in
 

the
 

affected
 

areas
 

with
 

the
 

core
 

of
 

reducing
 

and
 

postponing
 

social
 

insurance
 

premiums,
 

reducing
 

rent
 

and
 

interest,
 

and
 

variable
 

cost
 

reduction
 

policies
 

represented
 

by
 

subsidizing
 

or
 

postponing
 

water
 

and
 

electricity
 

fees
 

and
 

cleaning
 

up
 

administrative
 

fees.
 

Second,
 

governments
 

were
 

more
 

motivated
 

to
 

introduce
 

fee
 

cuts
 

policies
 

in
 

areas
 

where
 

tax
 

cuts
 

were
 

active
 

before
 

the
 

disaster,
 

where
 

fiscal
 

self-sufficiency
 

rates
 

continued
 

to
 

rise,
 

and
 

where
 

tax
 

incentives
 

were
 

implemented
 

after
 

the
 

disaster.
 

The
 

findings
 

confirm
 

the
 

importance
 

of
 

government
 

support,
 

and
 

suggest
 

that
 

excellent
 

systems
 

and
 

adequate
 

funding
 

amplify
 

the
 

enthusiasm
 

for
 

fee
 

cuts
 

policies,
 

and
 

the
 

organic
 

coordination
 

of
 

tax
 

and
 

fee
 

cuts
 

policies
 

can
 

play
 

a
 

combination
 

effect.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 1)
 

Using
 

multiple
 

fee
 

cuts
 

policies
 

for
 

mechanism
 

analysis.
 

Compared
 

with
 

tax
 

cuts
 

policies,
 

this
 

paper
 

takes
 

into
 

account
 

the
 

diversity
 

of
 

non-tax
 

policies
 

and
 

tax
 

rate
 

differences.
 

It
 

is
 

conducive
 

to
 

identifying
 

the
 

enthusiasm
 

for
 

the
 

government’s
 

differentiated
 

fee
 

cuts
 

policies
 

under
 

different
 

states
 

of
 

enterprises,
 

providing
 

sufficient
 

evidence
 

for
 

enterprise
 

growth.
 

(2)
 

Using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pre-disaster
 

fiscal
 

policy
 

preferences,
 

financial
 

security,
 

and
 

post-disaster
 

tax
 

incentives.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role
 

of
 

support
 

systems
 

and
 

the
 

financial
 

environment
 

in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under
 

the
 

dual
 

dimensions
 

of
 

pre-disaster
 

and
 

post-disaster,
 

which
 

has
 

positive
 

implications
 

for
 

building
 

a
 

systematic
 

emergency
 

fiscal
 

and
 

tax
 

governance
 

system.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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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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